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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捷、萧萐父与 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杨国荣

摘 要：陈荣捷与萧萐父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又有相近的学术旨

趣。陈荣捷不仅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的传播与介绍方面有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哲学各个领域都有所

涉猎，如形而上学、认识论、宗教信仰，以及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家哲学，且在以上问题的考察中，都作出了引人

瞩目的建树。萧萐父既在宏观层面主编了《中国哲学史》，对儒释道三家以及中国哲学的整体领域，都有全面而深

入的把握，又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具体论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王夫之等历史人物作了独到的研究，由此

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在晚明思想以及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

方面，萧萐父也作了创造性的研究。他指出，从晚明开始，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具有启蒙意义的观点，这种现象表

明，中国现代化有一种内生性的动力。以“照着说”和“接着说”的交融为进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统一历史的视野

与理论的思维，加强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和比较，以及关注社会之源与思想之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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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史领域，陈荣捷与萧

萐父都有重要地位。二者既有空间上的不同生

活轨迹，又有时代的某种差异。陈荣捷的生涯

几乎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同步，其研究活动

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在中国哲学上的贡献也体

现于世纪初到世纪末。相对于此，萧萐父出生

稍晚，在中国哲学领域崭露头角始于 20 世纪后

半叶，其学术研究也主要在 20 世纪的中叶到 20
世纪末。当然，陈荣捷与萧萐父在治学方面的

不同，并不仅仅表现在时间上的差异。相异的

学术背景和学术观念，也使其学术进路形成某

种差异。尽管存在种种不同，但在对传统哲学

进行创造性反思这一学术旨趣上，二者又形成

相近的趋向。

一、陈荣捷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方面的贡献

陈荣捷在中国哲学领域作了多重研究，概

括起来，其贡献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陈荣捷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作了多

方面的传播和介绍。他早年在广州岭南大学任

教,后旅居美国，并长期在美国从事教书和研究

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他对中国文化典籍、著作

作了十分系统的翻译、介绍，向国外传播中国文

化的丰富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他在这方面

的工作可以说无出其右，这是值得我们充分肯

定的。他长期在夏威夷大学工作。夏威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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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有它的特殊性，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一个平台，也为陈荣捷的工作提供了空间依托，

以此为平台，陈荣捷在中西思想文化沟通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他就发起并举办

了第一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当时规模比较小。

在此之后，这个会议每五年一次，规模也越来越

大，成了东西方哲学家们聚会讨论的一个重要学

术交流平台，同时它也构成了不同文化沟通的

渠道。

除了在形式和体制上建立东西方哲学沟通

的机制之外，在研究过程中，陈荣捷也对东西方

思想实现作了十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现代

性而言，20 世纪的学人在反思中西文化时，通常

习惯于把现代化理解为西化。但是他明确指

出，“现代与西化并非同义”［1］239，现代化是人类

共同努力以求实现的价值。在这方面，他给予

现代化更广的意义，认为现代化不仅与现代西

方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且和人类的发展趋向相

关联，它并不是西方独有的。同时，他对西方的

文化也作了批评，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道德法律

并举，其形式如同“两轮并行”。这一看法既上

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也体现了他自身的哲学

思想。

其次，陈荣捷在具体的中国哲学研究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有 20 多部，

发表的中英文论文 200 多篇，这些论著涉及的领

域较为广泛。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他抓住了有

无、理气、一多、天人、善恶、知行等核心的范畴，

对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作了深入讨论。这里需

要注意的是，以上所列范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有无、理气、一多，这些核心范畴可能与中国

传统的自然观、宇宙观有着一定的关联；另一类

则是天人、善恶、知行，他将这些范畴也作为中

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内容。这里提及的天

人、善恶、知行等范畴不仅属于狭义上的自然观

和宇宙论，而且和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以及人

的活动密切相关。就天人关系而言，它既涉及

自然和人的互动，同时也有社会、文化、人文的

一面。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了“天之天”和“人之

天”，从天人关系来说，其中包含化“天之天”为

“人之天”的要求，“人之天”也就是打上人的印

记、合乎人需要的存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形

而上学也涉及以上观念，并把从“天之天”到“人

之天”的转化看作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

方面。

同时，从狭义上看，善恶问题似乎主要与道

德领域相关，但是这只是该问题的一个方面。

按陈荣捷的理解，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视域

中，对善恶问题的讨论涉及人性，如此，谈论善

恶也就意味着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人的存在。

可以注意到，提到人性这一问题，形而上学就被

引出来了，因为人性涉及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

的看法。这样，善恶便不仅是一个狭义上的道

德问题，以人性为中介，它同时与人的存在、人

的品格、人的本质规定等相关，从而也具有形而

上学的意义。这一理解比较深入地体现了中国

哲学的特点。

最后，陈荣捷认为知行观也渗入了形而上

学的问题，因为其中包含从人的活动这一角度

去理解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这一看法同样

涉及中国哲学的取向。在中国哲学的视域中，

对世界的这种看法不同于对世界的思辨或静态

的观照，而是始终关联着人的行为过程。形而

上学本来以说明和理解世界为指向，但是他却

把知行观也引进来讨论，这里的知行关系不仅

是一个道德实践的问题，而且与形而上学层面

对世界的理解相关。它意味着对世界探索需要

联系人的活动过程加以展开，其中内含超越单

向地对世界作思辨构造的含义，这一看法也构

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陈荣捷从中西不同看
中国哲学的内在特点

中国传统宗教与西方相比有着不同的特

点。陈荣捷晚年对朱子哲学有深入的研究，他

以朱子哲学为例，具体考察了中国哲学在宗教

文化方面的特点。“有人问朱子用丝绸、酒、肉祭

祀天地山川时，是否只表达吾人之诚，抑或是否

某气真正前来受食？”［1］187他认为，朱熹的回答不

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一方面，朱熹以为如果

无物来享受这东西的话，这种祭祀有何意义？

这里包含对超验存在的预设。另一方面，朱熹

又认为若真的有什么东西过来享用，则是虚妄

的观念①。尽管这里表达的是朱熹的思想，但也

体现了陈荣捷对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看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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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朱熹的思想上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对宗教问题

的理解。众所周知，从先秦开始，儒家就提出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观念［2］64，他借朱熹的

回答，实际上同时指出了中国人对神或超越存

在的看法，即这些对象处于有无之间：不能说其

完全不存在，也不能将其作为真实的人格神来

看待。这里体现的是从人出发，对彼岸事物加

以把握的理性思路。

有的学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承认

一个世界，而不是两个世界。陈荣捷对相关问

题的研究也确认了这个特点。他认为朱熹的思

想表明中国哲学对神或超越存在的理解是“敬

鬼神而远之”［2］89，这是自孔子以来中国哲学（尤

其儒家）的态度。一方面中国人以理性的态度

看待这些对象，另一方面又以“敬”的形式，表示

对天或超越者精神上的认同。他认为朱熹的哲

学体现了这个特点：所谓“敬鬼神而远之”，既不

同于拜倒在超越存在之前，也不是完全无视这

类存在。这是一种对待鬼神、宗教的独特立

场。从宗教指向或功能来说，陈荣捷引用的理

学家的观点，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于“管摄天下

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3］，即它真

正的社会功能在于让人心得到端正，促使风俗

醇厚，让民众趋于朴实化，并使之真正追怀祖

先、不忘本源，这也呈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趋

向。可以看到，陈荣捷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紧

扣中国的特点，而不是简单地用西方的观点来

加以解释。

对中国哲学关于真理的理解，构成了陈荣

捷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内容之一。他认为对中国

哲学来说，“真理之真正考验乃在人间历史上”［1］168。

人间历史与人事相涉，这一看法已有见于真理

只能是从人事中来发现。这是很重要的观点，

其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内在特点。同时，他认

为中国人肯定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中国哲

学史上，吾人一向不断争论理是否超越或内在

于事务本身之一问题”［1］168，其中已引出“事”或

“事务”这样的观念。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特

点是以“事”为中介，把自然和社会现象关联起

来。这一看法突出了“事”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

笔者这几年对“事”也给予一定关注②。“事”这个

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一方面它与行、践

行相关，另一方面又不限于此，以事观之，主要

体现在从人的活动过程中来把握世界。前面提

到陈荣捷从知行这个角度来理解世界，“事”则

更具体地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事”是中国

哲学特有的，它既指活动过程，也指人作用于事

物、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结果。可见，

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

态的。“事”这个概念固然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但

这不是说，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不做事。从现

实的形态看，“事”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

按照陈荣捷的理解，中国人的认识论也始终与

“事”联系在一起。中国哲学强调在人、事中把握

对象，这一进路不同于对世界的思辨理解，而始

终是联系人的存在过程和活动过程（做事过程）

去把握对象。他认为中国哲学注重在人、事中来

实际地磨炼。王阳明提出事上磨炼之说，陈荣捷

也注意到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并要求在“事”

的过程中来磨炼人，提升人的境界，使人、事达到

和谐状态。总之，“事”与中国哲学有密切关系，

无论是认识论的层面，还是社会秩序的建立，都

是跟人的事息息相关的，陈荣捷对这一点有比较

多的关注。

在晚年，陈荣捷特别针对儒家哲学的特点

作了一些探索，并用“两轮哲学”加以概括。他

认为儒家哲学的特点也体现了两轮思想，并趋

向于以“两轮哲学”概括儒家观念。两轮就是两

个方面，如同车有两轮。前面提及，朱熹哲学是

陈荣捷晚年研究用力较多的对象，在总论儒家

哲学时，他也以朱熹哲学为例。其中，他特别提

出朱熹关于体用关系的论述，并以此来说明儒

家之学的“两轮”特点。具体而言，他认为朱熹

对体用关系的认识，大致有六个特点：第一，体

用有别，即体用并不是一回事情，二者有内在差

别；第二，体用不离，即二者不能相互分离；第

三，体用本身，来自同一个本源；第四，自有体

用，即体和用各有自己的体用，以人来说，人之

体和心，各有一个体用，这也是他反复强调的；

第五，体用无定，即它并不是凝固的，它具有过

程性；第六，同体异用，尽管有时候某种对象的

“体”看起来相同，但是其“用”不同，比如说礼乐

都是以心为本，在这方面似乎相通。礼言其别，

乐言其和，二者作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用

两轮思想来概括儒家观念，这是抓住了儒学的

特点。一方面，这里突出了儒家的中道观念，两

陈荣捷、萧萐父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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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就是不偏不倚，两方面都兼顾；另一方面，也

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中国思想中所具有的辩证

性质。尽管陈荣捷很少用“辩证”这个概念，但

事实上这也指出了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即中

国哲学不是片面的、仅突出某一个方面，而是兼

顾不同方面。历史地看，从荀子开始已表现出

这一趋向，在《荀子·解蔽》中，他认为考察事物

的各个方面，然后才能把握住真理。陈荣捷用

“两轮”把握中国哲学的特点，并由此对儒家哲

学进行概括，也注意到以上趋向。

总起来看，陈荣捷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作

出了新的探索，并提供了值得关注的见解。他

的贡献既表现在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介绍传

播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也体现于对中国哲学

本身的深入研究。其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今天

的研究来说依然有积极意义。

三、萧萐父对中国哲学的反思和
多方面考察

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萧萐父是中

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另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与

陈荣捷相近，他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留下了难

以抹去的贡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

响。具体而言，在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

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萧萐父的学术贡献体

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萧萐父和李锦全一起主编了《中国哲

学史》，后来该书成为教育部认定的高校中国哲

学史学科教科书。这一著作对学界影响很深，

哲学领域中几代人都受惠于此。此书以开放的

心态，实事求是地从学科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

史，既不同于以西方哲学裁剪中国哲学，也有别

于拒绝现代的学术观念而“以中释中”。尽管这

只是一本教材，但是却开风气之先，在学术领域

反响甚巨。

其次，萧萐父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具体

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治学以广博融

通为进路，不限于某一学派，对儒、释、道三家

都有研究。在出入于各家的过程中，展现了深

刻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在学术上，他有着开

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不同于现代新儒家以

维护儒学为立场。他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具体

对象，包括认识论、辩证法等问题，都有独到的

看法。以往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哲学只是一

种人生哲学，对认识论比较忽视。萧萐父以独

特的研究，一反流行之论，具体指出了中国哲

学在认识论、辩证法领域哪些问题上作出了创

造性的研究。且其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他对中国哲学中气论和实在论传统也十分关

注。自当代新儒家盛行之后，学界主要注重心

性之学，好像心性之学是高大上的东西，而实

在论、气论则似乎粗陋落后，不值一提。与之

相对，萧萐父对实在论、气论作了深入探析。

历史地看，从张岱年开始，中国哲学的相关学

者就关注“气”的问题，萧萐父承继这一传统，

并进一步加以推进。

就中国哲学领域的人物考察而言，萧萐父

对王夫之的研究，给人以深刻印象。尽管只是

论文，但是非常深入，对王夫之的气论、认识论

都有所涉及。这些文章发表于 20 世纪 60 年代，

相对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具有独到之处，给人

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同时，萧萐父对诗

论，包括美学、艺术理论也有非常精到的研究。

在对王夫之的研究过程中，他把哲学和诗学结

合起来，体现出其独到的理论视野。

总体上看，他对中国哲学的宏观层面，包括

儒、释、道三家以及中国哲学的整体领域，都有

全面且深入的把握，同时，在个案领域也有独到

的研究。这并非泛泛而谈，在回溯 20 世纪后半

叶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我们确实需要对萧萐父

的研究工作高度重视。

最后，萧萐父对晚明思想以及明清之际启

蒙思潮的研究亦有贡献。萧萐父首先提出了晚

明思想中的启蒙思想趋向③。如何理解现代

化，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面临的

重要问题。萧萐父指出中国现代化不是西方

化，这一看法很多人已有所表述。但是，具体而

言，中国现代化为何不是西化？其理由何在？

萧萐父给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从晚明开

始，中国哲学中的泰州学派及其后学、明清之际

的学人群体，已经提出了不少具有启蒙意义的

观点，这表明具有自身特点的思想萌芽至少在

晚明的中国已开始滋长，因此中国现代化有一

种内生性的动力，而不仅仅是回应外在挑战的

结果。这方面也许有不同看法，但萧萐父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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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扎实地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形成和发展

的内在必然性，以及为何与西方现代化不同，提

供了一种具有自身依据的说法，这一观念无疑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此外，萧萐父在反思现代化过程中，对其可

能出现的偏颇也有警觉和批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批评现代化成了一种浪潮，在这一

问题上，萧萐父的态度较为切实、理性。一方

面，他指出了现代化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内在问

题，并对此作了分析；另一方面，他并不在后现

代主义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对现代化绝

对地简单否定。从他关于明清思想的研究来

看，萧萐父对启蒙思想非常重视。在相当程度

上，他对启蒙、现代性的看法接近哈贝马斯。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学者，

他认为启蒙、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有

待进一步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说，萧萐父也持

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传统

文化中已经有了根基，但启蒙思潮还需要继续

展开。这一看法与当时主流之论显然不同：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知识界中的一些人物

往往以反现代化相标榜、以所谓“再启蒙”的形

式为反现代启蒙思潮呐喊。相对于此，萧萐父

对启蒙给出了具体的分析，既肯定其可能出现

的偏向，也指出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启蒙的必

要性。

四、如何做中国哲学

这里拟就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和进路谈一

些看法，这一论说一方面可以看作“照着说”（照

着陈荣捷和萧萐父实际所作和自觉表述来说），

另一方面又具有“接着说”的意义（接着陈荣捷

和萧萐父的研究进路来论说）。对何谓中国哲

学、如何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等问题，两位先生无

疑都有自己的见解。我们要延续他们的看法，

此即“照着说”，又要“接着说”，即更为自觉地概

括其思想并提出新的观点。以下看法可以视为

“照着说”和“接着说”的交错，其中着重提出三

个论点。

首先，历史的视野和理论的思维，即史和思

之间的统一。中国哲学具有生成性与历史性双

重品格：它是哲学的理论，是一定时代哲学家的

创造性思考的产物，也就是说，它生成于相关时

代哲学家的思维和认识过程。随着历史的演

进，这些理论成果逐渐取得历史品格，成为哲学

史中的研究对象。例如孔孟、老庄、张载、王夫

之，他们先是创造性的哲学家，而后才进入哲学

史。作为理论沉思或理论建构的产物，以往的

中国哲学通常展开为一个过程，这同时赋予中

国哲学以生成的性质。事实上，历史上的各种

哲学体系总是形成于一定历史阶段，而后才逐

渐取得已然的形态，并凝结为哲学的历史。既

成的形态与生成的过程作为中国哲学的双重品

格，具有互动的性质。即在不同时代，通过创造

性的思考而形成的哲学系统，不断地丰富、深化

着中国哲学的内涵；作为已然或既成形态的中

国哲学，则构成了新的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

前提。

在中国哲学的衍化中，很多新思想的阐发

是以注疏或注解的方式展开的，如朱熹的《四

书章句集注》、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

等。虽是借注解以阐发自己的思想，但这种注

疏、注解的方式也内在地包含其哲学的理论内

涵。佛教传入后，中国的一些佛教流派（如唯

识宗），关注名相分析，运用名言展开“性道之

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其中的论述

涉及多重问题。以认识论为视域，中国哲学也

以独特的方式展开对认识论的考察。以孔子而

言，他曾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4］。这一表述的重点在于肯定无知和知的

联系，自己知道自己处于无知的状态，这本身

也是一种知，即自知无知。知和无知的这种统

一，同时被理解为认识（知）的出发点。这一思

想表明中国哲学已较早地从“知”的开端对认

识论问题加以考察。认识论问题同时涉及认识

的可能性、认识的界限等方面，中国哲学中的

另一些人物从否定的方面对此提出疑问。庄子

曾指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

无涯，殆矣。”［5］这里便包含对认识界限的确认，

与之相联系的是对超出知识的界限是否可能的

质疑。在以上方面，中国哲学对知识问题的讨

论，既表现在关于认识如何开端的探讨上，也

表现在对知识是否有界限、超出知识的界限是

否可能等问题的追问上。认识论问题的进一步

考察，涉及“能”“所”关系。“能”“所”概念的形

陈荣捷、萧萐父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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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能与佛教的传入相联系，后来逐渐成为

中国哲学家用来解释认识过程的重要概念。

“能”“所”中的“所”，不同于本然之物，而是与

人发生关系、为人所追问和作用的对象，所谓

“境之俟用者”；“能”则是指能够具体运用于相

关对象之上，并产生一定的作用和效果的认识

力量，所谓“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④。在此，

“能”与“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能”“所”之

间的关联看，一方面，“因所以发能”，能知的作

用要以所知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能必副

其所”，能知通过作用于所知而获得的认识，必

须合乎所知。对“能”“所”关系的以上理解与

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具有实质上

的相通性。可以看到，尽管中国哲学没有在现

代意义上运用主体、客体等概念，但在实质的层

面，同样涉及相关认识论问题。

以上论述内含多重哲学意义，它们均表明

中国哲学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多样的哲学观

念，而要深入把握历史上哲学家的这些观点，

则需要有理论的视域，以此切入相关的哲学

观念。因为历史上那些流传下来的文本和学

说，作为一定时代哲学系统的载体，其考察和

理解，总是离不开一定的理论背景。对同一

学说、同一文本，不同的哲学家常常会有不同

的理解，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不同的解释者

自身所达到的理论深度或高度各有不同，而

解释的理论背景不同，便导致了对同一文本

理解上的差异。每个时代的哲学家总是从他

们所持的理论观念出发，对以往的文本作出

相应的解释。

中国哲学同时又是历史上的既成系统，以

此为存在形态，中国哲学的澄明、阐释离不开历

史的维度，应具体地了解相关理论、概念的历史

内涵，以及它们的前后变迁，包括重视以往文

献、关注哲学家或哲学体系出现的社会背景，等

等。历史上的哲学文本在其流传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版本、文字以及成书的真实年代

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辨析、考订，是理解哲学

史的基本前提之一。同时，随着地下考古材料

的不断发现，原始的文本也会不断地进入研究

的视域，这不仅对扩展中国哲学研究的材料具

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而且往往为考订世传的文

本提供了参照。此外，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

学、人类学等维度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实证考察，

也有助于深化对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哲学的研

究，所谓“知人论世”，便体现了哲学与社会之间

的联系。要而言之，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哲学与

哲学史二重规定，决定了对中国哲学的考察离

不开历史的进路与理论的关注，所谓史与思的

统一，主要是就此而言。

其次，与史思沟通相关的，是中西哲学之间

的沟通和比较。近代以来，如何理解中国哲学

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

不同于知识的思想形态，哲学先表现为对智慧

的追求。在智慧之思这一层面，哲学无疑体现

了其共性或普遍的品格：不管什么样的哲学形

态，都可以看到它不同于经验知识的特征，在最

宽泛的层面上，可以将哲学理解为与知识形态

不同的智慧追求或智慧之思。中国哲学很早就

区分了为学与为道，为学涉及经验领域的对象，

为道则以性与天道为指向，后者属于广义的智

慧之域。从现实形态来看，哲学既具有共通、一

般的品格，同时也呈现多样、多元的特点，具有

个性化的形态。事实上，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与

演化的过程中也展现出多样性。无论是就流派

而言，还是从历史时期看，西方哲学的不同系统

都显现了各自的特点。作为关于性与天道的智

慧之思，中国哲学无疑也应被理解为哲学的一

种独特形态。

然而，西方主流哲学所承认的哲学，往往

是一种单一的形态，那就是西方自古希腊以

来 、在 历 史 演 化 中 逐 渐 取 得 现 代 形 式 的 哲

学。比较而言，中国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则常

常展现了更为合理的看法。20 世纪初，王国

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说法，“学无中西”的

背后是世界哲学的视野，陈荣捷和萧萐父显

然继承了这种观念，对中西哲学都以开放的

视域加以关注。从个体的学术经历来看，两

位先生对西方哲学的人物和理论都持批判接

受的心态，这体现在其学术交往、学术研究的

方方面面。中西哲学的互相借鉴是哲学史研

究过程无法回避的。历史地看，无论是中国

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都是我们需要重视的理论资源，都是人类文

明的载体。如果我们仅仅守着某种单一的文

化传统，便会带来很多限制。以中释中、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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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传统或以西释中、无视中国哲学的特点，

都是片面的进路。

最后，需要关注源和流的关系。一方面，前

面提到的史和思的沟通以及中西观念的互动，

主要属于思想之“流”；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始

终有其社会之“源”。从早期先秦的礼法之争，

到明清时期“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再到近代

的“古今中西之争”等，都构成了我们的研究背

景，属于源头性的内容。今天，同样面临着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愈发错综复杂。从

中国哲学的研究看，这无疑也是需要关注的思

想之“源”。今天对人类文明的考察研究，对人

类历史演化、时代变迁的审视，都离不开这一

背景。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源”和“流”都是需

要重视的方面。忽视思想发生之“源”，研究就

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漠视思想之流，则

可能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可能流于虚无主义。

进一步看，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最终指向“说

明”世界和“变革”世界的统一，“说明”世界涉

及对现实的理解，“变革”世界则关乎“规范”人

自身的活动，即引导和制约对世界的变革。陈

荣捷和萧萐父的哲学史研究兼顾以上两个方

面，今天的研究需要继承这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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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Rongjie, Xiao Shafu, and 20th-Century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Yang Guorong

Abstract：Chen Rongjie and Xiao Shafu, as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have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but similar academic interests. Chen Rongjie not only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ought, but also explored various field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cluding metaphysics, epistemology, religious beliefs,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research of these issues, h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Xiao Shafu not only
edited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 broader prospective, but also had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s well as the overall Chinese philosophy. He also put forward
his own insights in some specific fields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onducted uniqu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figures such as Wang Fuzhi. The results obtained have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addition, Xiao Shafu also explored though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 specifically pointed out that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enlightening views i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dicating that there was a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following theories” and“extending theories” as the approach,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eds to integrat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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